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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公德的社会公正与作为私情的个人幸福，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两个方面，二者在逻辑上是统

一的，以往的心理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在低标准下，二者却可能出现分离。本研究探讨了灾区民众的

公正观和幸福感及其与非灾区的对比，以及中国本土文化背景下二者的关系。本研究发现，与非灾区相比，

处在灾区的民众持有更高的公正观与更平和的情感状态，男性尤其如此，并且其情感幸福对公正观有微弱的

正向预测（主要是积极情感），但八个月后随着公正观与幸福感的回落，这种关联变得不显著。民众的情感

幸福与公正观在常态下表现为分离的关系，但生活满意度这一幸福感的认知因素却与公正观一直有正向的关

联。总之，情感幸福、认知幸福与社会认知的矛盾、变换关系，暗示了建立在私情基础之上的、在灾难中不

断强化的中国人特定的情感与理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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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问题的背景 

公正和幸福是人类生活的两个基本价值（赵汀

阳, 2004），作为公德的社会公正与作为私情的个人

幸福，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两个方面（Goñi, 
1996）。它们作为社会文明、公民权利的基本指标，

从古至今一直是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关注的焦

点。二战以后，物质财富的单向积累所引发的社会

悲剧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现象世界的主观价值变

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作为人类价值主观体验的公

正观（Lerner & Miller, 1978; Cohen, 1986）与幸福感

（Diener, 1984; Easterlin, 2003）自然而然进入了心

理学的视野，甚至主观幸福感已经被欧美国家列为

基本的国民统计指标，成为其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

（Cummins, Eckersley, Pallant, van Vugt, & Misajon, 
2003; Diener, 2000; White, 2007）。 

1.2 灾难对人们公正观、幸福感的影响 

公正观是一种“世界公正合理，人们各得其所”

的信念，是个体主观上与社会签订的一项私人契约

（Personal Contract），它使人们相信世界是稳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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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从而愿意树立长远的人生目标（Lerner, 1965; 
Sinclair & Bourne, 1998; Dalbert, 1999; Furnham, 
2003）。公正观在应对创伤事件的过程中可作为一种

应付机制发挥积极的作用（Calhoun, Cann, Tedeschi, 
& McMillan, 1998; Sinclair & Bourne, 1998），甚至也

是一种应对生活挑战的个体资源（Dalbert, 2001; 
Ritter, Benson, & Synder, 1990）。灾难的突然降临让

个体顷刻坠入自身无力回天、任由环境摆布的状态，

此时社会能否做出公正、合理的安排，既关乎身家

性命的存亡，也关乎社会成员的自信与互信及在此

基础之上的生活重建；关于灾难的心理学研究也表

明，人们在灾难过后容易出现认知图式与客观环境

的不一致，如去怀疑自己的运气不够好、世界不够

公正（Solomon, Iancu, & Tyano, 1997）。此时，公正

观可以作为“减震器”（Buffer）为个体提供应对危

机事件的心理资源（Dalbert, 1998; Hafer, 2000），也

可以作为一种“契约”为个体提供心理上的补偿

（Otto et al., 2006）。 
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幸福即较

多的积极体验与较少的消极体验，是个体自身适应

社会良好与否的重要心理指标（Diener, Sapyta, & 
Suh, 1998）。它起初被认为是一种复合的情感，由积

极情感、消极情感两个独立的维度构成（Bradburn, 
1969; Diener, 1984; Diener, et al., 1995），后来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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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活满意度这一认知成分（Andrew & Withey, 
1976; Lucas, et al., 1996; Diener, et al., 1999），二者分

别对应于情感幸福和认知幸福。研究显示，灾难给

人造成的冲击会波及精神世界的完整性，甚至让个

体丧失幸福生活的基础及人的尊严（如家园毁损、

亲人伤亡、衣食无着），但灾难同时也会促使个体重

新反思生命的意义，并伴随较多的积极体验和较少

的消极体验，如感到友好、充实，而不是敌意、失

落（ Joseph, Williams, & Yule, 1993; Vázqueza, 
Cervellónb, Pérez-Sales, Vidalesd, & Gaborit, 2005）。 

世界上每天都有灾难发生，处于灾难之中和之

外的人们对公正、幸福的感受是否存在着区别？国

内外的相关研究并不多（Ballas & Dorling, 2007; 
Freedy, Saladin, Kilpatrick, Resnick, & Saunders, 
1994; Freedy et al., 1992；Solomon, Iancu, & Tyano, 
1997）。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这样的历史对

中国人的社会理念与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拓，1937；任不寐，2000）；2008 年，灾难再

次席卷中国，尤其 5·12 大地震的发生，使“天府之

国”四川的社会秩序顷刻间陷入瘫痪，民众生活无

以为继。在灾难的背景下，人们如何理解公正和幸

福，将关系到灾区社会、生活的合理重建。本研究

将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灾区民众的公正观和幸福

感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1.3 中国文化下的公正观与幸福感的关系 

西方的理论认为，公正是幸福的必要条件，二

者有着逻辑上的关联（Kamtekar, 2001）；不公正会

降低人们的幸福感（Alesina, Tella, & MacCulloch, 
2004; Graham & Felton, 2006）。就主观感受而言，个

体持有较高的公正观，就意味着他有较高的幸福感，

这已经得到了众多研究的证实（Dalbert, 1998, 1999; 
Dzuka & Dalbert, 2006）。反过来，包含情感因素的

幸福感对作为社会认知的公正观也可能有一定的预

测作用（Isen, 1984; Frijda, Manstead, & Bem, 2000）；
关于社会公正判断的实验研究也从侧面提示我们，

在不确定条件下，社会公正判断更容易受到情感因

素的影响（Bos, 2003）。然而，幸福只是由于人们自

身的缘故而想要做或想拥有的东西，说某人追求幸

福并没有表明他接受了社会公正的约束（罗尔斯, 
1971）。因此，有较高的幸福感，却并不一定意味有

较高的公正观，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公正的幸福也

是可能的。 
就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而言，过于强调个体

幸福、忽视社会公正的幸福感是一种不现实的乐观

主义，甚至会导致幸福本身的消解（Taylor & Brown, 
1988）。但中国传统社会对属于私情的个人“幸福”

有着近乎图腾般的现实强调（王达人, 2007a, 2007b）
和宗教美化（Zhang & Veenhoven, 2008），又在表达

形式上要求人们保持“乐感”，抑制“悲感”（王富

仁, 2001a, 2001b）；至于属于公德的“公正”，则相

对被忽视，如，坚持“正义”的墨家学说一直未能

进入主流意识形态（费孝通, 1949; 袁祖社, 2007）。 
因此，中国人在重大的社会变迁以及自然灾害

背景下，如何理解幸福及其与公正的关系？这既是

中国文化应对危难的反映，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社会

心理学问题。中国人是否更容易从个体幸福的角度

去理解社会公正，或者中国人的幸福感能否相对独

立于他们的公正观呢？  
1.4 公正观与幸福感的测量 

公正观通常采用公正观量表（Belief in A Just 
World）进行问卷测量，但该量表一直存在多维还是

单维之争（Hyland & Dann, 1987; 杜建政，祝振兵, 
2007）。具有 6 个题目的一般公正观量表（Dalbert, 
2000）是另一个有代表性的工具。 

主观幸福感一般采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

与生活满意度量表来测量。而中国的心理学家大多

采用西方的测量工具，虽然也有根据中国人对幸福

的独特理解编制的中国人幸福感量表，但并未被普

遍采用（邢占军, 2002）。采用西方的测量工具通常

得出东方人的幸福感比西方人低的结果（Diener, 
Suh, Smith, & Shao, 1995），究其原因，可能是在计

算总体幸福感时采用了“积极情感 - 消极情感 + 
生活满意度”的计算方法，忽视了东方人对低激发

积极情感（如“平静”，而不是“兴奋”）的文化偏

好（Tsai, Louie, Chen, & Uchida, 2007） 及在积极词

汇上的谦虚表达（刘萃侠, 2001）造成的积极情感的

低分。一些本土心理学家认为，如果在和谐、安适、

无欲、清静的幸福生活的标准之上编制的安适幸福

感量表，则施测结果中国人要比美国人的幸福感更

高（Lu, 2001; 李怡真，林以正 , 2008; 杨中芳 , 
2008b）。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1）鉴于灾难对人们公正观与幸福感的冲击

（Galea, Nandi, & Vlahov, 2005; Otto, Boos, Dalbert, 
Schöps, & Hoyer, 2006; Spurrell & McFarlane, 
1993），本研究假设，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主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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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均低于非灾区。 
2）鉴于中国人私情与公德的分离（费孝通, 1949; 

袁祖社, 2007），本研究假设，被试的主观幸福感与

一般公正观没有相关。 
3）鉴于一般公正观作为生活信念在个体成人后

就基本趋于定型（Oppenheimer, 2006）以及主观幸

福感的稳定性（SUH et al., 1996; Fujita & Diener, 
2005），故本研究推测，随着地震经历的逐渐远去，

灾区民众的公正观和幸福感也将回归到原初水平。 

2 方法 

2.1 被试 

来自四川地震重灾区（什邡市）、轻灾区（成都

市）、飓风灾区（温州）及非灾区（北京、香港、上

海、宁夏）的 1180 名被试接受了施测，有效被试

999 名，有效率 84.66%（地区、性别分布如表 1）。
其中年龄最小 11 岁，最大 84 岁，平均 35.63±15.23
岁。 

表 1 被试的地区、性别分布 

灾    区 非  灾  区 灾区跟踪
 

什邡 成都 温州 北京 香港 上海 宁夏 什邡 
合计 

男 107 31 38 68 16 65 22 13 360 

女 141 30 48 91 64 55 90 65 584 

合计 250a 72 a 97 a 169 a 86 a 124 a 117 a 84 a 999 a 

注：a 表示由于数值缺失，造成男女有效样本之和小于总样本 

2.2 工具 

测 量 公 正 观 的 工 具 是 一 般 公 正 观 量 表

（GBJW）。原量表由德国心理学家编制（Dalbert, 
2000），中文版由吴胜涛等人（Wu & Zhang, 2009）
修订。量表包括 6 个条目（如“我相信，总的来说，

人们得到的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克隆巴赫内部

一致性系数（α）为 0.81，采用 Likert 式 1~6 点记分

（1=非常不赞同，6=非常赞同）。 
因为在灾区施测，工具既要简短易行，又要全

面可靠，语言要切合中国实际，所以本研究最终选

择的测量主观幸福感的工具包括 12 个条目的简式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词表（PANAS-S）和 5 个条目

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简式情感词表由

Kahneman 等人（2004）编制，中文版由吴胜涛等人

（2009）修订，采用 Likert 式 0-4 点记录被试当下

的情感状态（0=一点没有，4=非常强烈）或持续情

感状态（0=从不，4=总是），积极情感（如温暖、友

好、自得其乐）和消极情感（如失落、愤怒、担忧、

疲惫）。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

0.70 和 0.83。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由 Diener
等人（1985）编制，迄今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150 多个国家应用过，被广泛地证明具有良好的信

度和效度（Pavot & Diener, 1993a），本研究在施测

时采用 Likert 式 1~6 点记分（1=非常不赞同，6=非
常赞同）。 

2.3 程序 

1）地震发生后，研究者在提供心理援助的同时，

在震后 3 个月左右，采用上述量表对地震灾区（什

邡、成都）被试进行随机取样、施测，同时也对飓

风灾区（温州）和部分非灾区（北京）的被试进行

了施测。随后又补充了香港、上海、宁夏的非灾区

样本 
2）地震后 8 个月，再次对重灾区（什邡）的被

试进行随机取样。除使用上述工具外，还增加了持

续情感状态（词表同上）的施测。 
采用 SPSS 11.5 对数据进行 t 检验、多元方差分

析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消极情感分数的处理 

鉴于中国人“不吹嘘积极、更否定消极”（刘萃

侠, 2001），不同于西方人的“肯定积极、否定消极”

的态度；同时也便于在同一个方向上对消极情感与

积极情感进行比较，本研究将消极情感反向记分

（NA = 4ˊ  - NA），并命名其为“平和”。即被试消

极情感的原始分数越高，其平和度越低；相反，消

极分数的原始分数越低，则越显得越平和。因此，

本文将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分别重命名为满意、

乐观（积极情感）与平和（反向消极情感）。配对检

验结果表明，被试在平和维度上的得分（2.7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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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乐观维度上的得分（1.93±0.76）存在显著差异

（t=24.47, p<0.001; r=0.06, p=0.06）。 
3.2 灾区与非灾区的差异比较 

将以地区、性别为组间变量、年龄作为协变量，

进行多元协方差分析，结果如下列各图所示。图 1a
显示，公正观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F(1,780)=37.67, 
p <0.001，灾区(4.25±0.05)高于非灾区(3.81±0.05)；
乐观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F(1,780)=6.76, p <0.05，
非灾区(2.01±0.04)显著高于灾区(1.86±0.04)；但平和

与生活满意度都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图 1b 至图 1d 显示，公正观、满意、平和三个

因素存在地区与性别的交互作用：灾区男性的公正

观比较高，而非灾区的女性公正观比较高，

F(1,780)=12.06, p<0.001；灾区男性对生活比较满

意，而非灾区的女性比较满意，F(1,780)=6.84, 
p<0.01；灾区的男性比较平和，非灾区无性别差异，

F(1,780)=6.24,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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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灾区与非灾区的一般公正观与幸福感差异比较 

注： *p<0.05，**p<0.01，***p<0.001 

3.3 幸福感对公正观的回归分析 

以公正观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

量首先进入回归方程，再将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作为

预测变量进入方程，进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多重

共线性检验表明，各自变量的容限度在 0.76 到 0.99
之间，大于 0.10 的诊断标准（郭志刚, 1999），不存

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灾区被试的情感幸福（乐观或积极情感）和认知幸

福（满意或生活满意度）对一般公正观的预测均达

到显著水平（p<0.001）。非灾区被试的情感幸福（乐

观和平和）对一般公正观的预测均不显著，而认知

幸福的预测达到显著水平（p<0.001）。此外，年龄

对一般公正观亦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表 2 主观幸福感对一般公正观的回归分析 

控制变量 预测变量 

因变量 群体/条件 df ⊿R2 性别

（β）

年龄

（β）

满意 

（β） 

乐观 

（β） 

平和 

（β） 

灾区 368 0.11*** -0.07 0.13* 0.23*** 0.19*** 0.01 

非灾区 415 0.20*** 0.09* -0.09* 0.45*** -0.01 0.00 
一般公正观

（GBJW）
二者合并分析 784 0.14*** 0.01 0.09* 0.36*** 0.06 0.02 

注：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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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灾区民众公正观与幸福感及其关系的追踪 

地震后八个月时重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幸福感

与地震后三个月比较结果（图 4）显示，灾区民众

的公正观（M8=4.31±0.67; M3=4.49±0.83）和生活满

意度（M8=3.32±1.02, M3=3.75±1.14）都呈下降趋势

（t1=-1.97, p<0.05; t2=-3.05, p<0.01）。 
以一般公正观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作为控

制变量首先进入方程，然后分别将当下主观幸福感

（满意、乐观、平和）和持续主观幸福感（满意、

乐观、平和）作为预测变量进入方程，进行多元分

层回归。多重共线性检验表明，各自变量的容限度

在 0.80 到 0.96 之间，大于 0.10 的诊断标准（郭志

刚, 1999），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回归结

果如表 4 所示，除生活满意度外，当下以及持续的

情感幸福（乐观、平和）对一般公正观的预测均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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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灾区民众的公正观与幸福感的跟踪比较 

注：*p<0.05，**p<0.01 
什邡 1 表示地震后三个月，什邡 2 表示地震后八个月。 

 

表 4 主观幸福感对一般公正观的回归分析 

幸福感当下状态 幸福感持续状态 

因变量 
⊿R2 df 

满意 

（β）

乐观

（β）

平和

（β）
⊿R2 df

满意

（β）

乐观 

（β） 

平和 

（β） 

一般公正观 0.12* 69 0.41** -0.07 0.00 0.16** 67 0.29* -0.05 0.17 

注： *p<0.05，**p<0.01。 

4 讨论 

4.1 灾区与非灾区的比较 

与非灾区相比，灾区民众的一般公正观更高，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果（Hafer, 2000）。这可能是由

于灾区民众看到周围大量利他行为的发生，从而降

低了灾难对公正观的威胁（Miller, 1977）。另一方面，

这也可能是东方人的后果思维（杨中芳, 2008b） 以
及对待命运的独特方式（赵志裕, 区颖敏, 陈静, 
2008）所致，灾区民众处在灾后社会限制极大环境

下，更容易出现“后见之明”（Heine & Lehman, 
1996），通过“存在的就是公正合理的，要主动适应”

的认知，来补偿已遭受的不幸和损失（Otto et al., 
2006; Otto & Schmidt, 2007）。 

与非灾区相比，灾区民众的乐观和满意感较低，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Ballas & Dorling, 2007; 
SUH et al., 1996）。灾难给人带来心理冲击，女性受

影响更甚（吴胜涛, 王力, 周明洁 等, 2009），而男

性在灾后拥有更多心理资源、扮演更强大的角色

（Taylor et al., 2000; Always & Smith, 1998; Cupples, 

2007）。同时，灾区的男性民众表现出得更高的平和

（或低消极情感）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男人要

“克制”、“镇定”、“大度”的中国文化特色。 
与此同时，灾区民众表现得更加平和，消极情

感较少，这同样是人们在面对灾难时的正常反应

（Joseph, Williams, & Yule, 1993）。李纾等人在突发

事件的风险认知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如越接近

高风险阶段、越接近高风险地点，人们的心理越平

静，并形象地称之为“心理台风眼”效应（梁哲 等, 
2008）。 

地震八个月后灾区民众的公正观和生活满意度

均显著下降，也反映了人们在面对地震时的感受主

要是一种应激反应。随着地震经历的逐渐远去，生

活趋于正常，人们的应激反应也逐渐回落，前人的

研究也证明了只有近期的生活事件才对主观幸福感

有影响（Fujita & Diener, 2005; SUH et al., 1996）。相

应的，公正观所起的应付机制作用也开始减弱；灾

后重建过程中不断涌现、却又久拖不决的利害事件

也开始不断威胁人们的公正信念（Haf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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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幸福感与公正观的关系 

灾区民众的情感幸福（乐观）能够显著预测一

般公正观；而在非灾区人群中，这种预测则不显著。

这从某个侧面暗示着，灾区民众的情感幸福与一般

公正观的关系是一种应激反应（ Spurrell & 
McFarlane, 1993），而正常的反应则似乎是二者的分

离或者独立。中国人平时在思想行为上私我与公我、

情与理相隔离（杨中芳, 2008a），于是在一种无法对

等的差序格局（费孝通, 1949）中，就常表现出私德

本位与公共精神的缺失（袁祖社, 2007）。而在突发

的灾难条件下，情感幸福与公正观的出现正相关，

反映了中国人自古具有的、在特殊的抗争状态下同

舟共济、不分你我、情与理统一的价值实践（邓曦

泽, 2008）。但是地震后八个月的时候，情感幸福与

公正观的相关又消失了，这说明，当生活回归常态

时，人们之间在情感上的“你与我”、“公与私”等

又分离开来。这一分离、关联的辩证关系，体现了

个体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以低标准来安排自我与社

会关系的现实（罗尔斯, 1971）。 
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的认知因素）与

一般公正观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这暗示着，中

国人的个体幸福感与社会公正观也并非完全隔离，

而是通过个体对生活的认知评价，来完成私情与公

理的通达。同时，幸福感的情感因素、认知因素与

公正观的不同关联，也意味着包含了个体在时间和

空间上的更广泛的生活历程的生活满意度，与情感

相比具有不同的心理机制（Pavot & Diener, 1993b; 
Diener, Oishi & Lucas, 2003; 池丽萍 , 辛自强 , 
2002）。 
4.3 总结 

本研究发现：1）与非灾区相比，灾区民众持有

更高的公正观与更平和的情感状态，男性尤其如此；

并且其情感幸福——积极情感与公正观存在相关关

系；2）震后八个月时民众的公正观和幸福感均有所

回落，民众的情感幸福与公正观和非灾区一样，不

再有相关关系。3）生活满意度这一幸福感的认知因

素与公正观始终存在显著关联。这与西方研究结果

略有不同，这一差异可能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更

强调私情，中国人的价值选择具有情感优先性（蒙

培元, 2003, 2008），公正更多的是一种指向社会的理

性诉求（罗尔斯, 1971）。但特大灾难使中国人的情

感表达与理性诉求能够较密切的关联起来，即在人

们有能力独善其身时（即常态条件下），情感幸福与

公正观出现分离；而在无力自保、需要社会帮忙时

（即灾难条件下），情感幸福与公正观则建立起短暂

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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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mparing Disaster Sites with Norm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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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stice and happiness are two goals of individuals as public person and private person separately, which 
are consistent logically and have been confirmed by some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but can be inconsistent in low 
standard.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GBJW)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people in disaster sites and normal areas, and their correlates in Chinese indigenous background. The authors found 
that: 1) Comparing to normal areas, participants in disaster sites endorsed more GBJW and less negative affection, 
and there was interaction of region and gender. 2) Affective well-being (mainly positive affection) could predicted 
slightly GBJW in disaster sites, while it did not do in back-normal period and in normal areas. However, cognitive 
well-being (life satisfaction) could predicted GBJW in both conditions. In conclusion, the dialectical correlation of 
affective well-being, cognitive well-being and belief in a just world, implies the special model of affective 
expression and rational pursuit of Chinese who lives in the private relationship and much suffering world. 
Key words: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ubjective well-being; affection; rationality; disaster 
 


